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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超语符的数目表达研究

蒋志远

摘 要: 汉字超语符的数目表达，是指汉字可以在很多特殊的场合超越语言符号的性质，在交际中独立表达和它

所记音义无关的数目。所表达的数目信息，可以来源于汉字形体结构的拆分重组、字形参数的映射转换以及特定文本

的字序迁移等。这种特殊的汉字运用手段在中日等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扩展了个体汉字的信息含量，体现了使用者

对汉字特性的独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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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说过:“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

于表现前者。”［1］尽管他还曾说明“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

为原始型的体系”［1］，但还是有不少人相信汉字唯一存在的理由就是充当语符，记录汉语的音义。
不可否认，汉字的确有和汉语相适应的一面。当汉字在语符的层面上发挥交际作用时，它表达的所有

信息都来源于自身记录的汉语音义。但是，汉字不属于表音文字，它不是汉语的翻版。古今使用者对汉字

的理解和运用，并不一定就局限在语符层面。我们注意到，在很多特殊的场合，汉字可以超越语符的性质，

在交际中独立表达数目信息。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汉字超语符的数目表达。在这个超语符的层面上，汉

字表达数目的理据来源不再是它记录的音义，而是形体结构的拆分重组、字形参数的映射转换以及特定文

本的字序迁移，等等。这种特殊的汉字使用现象在中日等汉字文化圈国家有着久远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

基础，体现了使用者对汉字特性的独到理解。本文谨依照不同的理据来源，分类考察汉字超语符的数目表

达现象。

二、以形体结构拆分重组为理据的数目表达

在语符的层面上，汉字一般要记录数词的音义才可表示数目。然而汉字是由部件组合而成的平面视

觉符号，很多部件的形体都与数字相同、相似或者相关。这些暗含数目信息的部件，都可能成为汉字超语

符数目表达的理据来源。人们可以对某些汉字中的这类部件作拆分、重组并加以重新分析，让这个汉字在

超语符的层面表达和自身音义无关的的数目。
古人称女子十六岁为“破瓜”。这个典故源自晋人孙绰《碧玉歌》的诗句“碧玉破瓜时，郎为情颠倒”。

尔后唐人李群玉在《醉后赠冯姬》一诗中亦云“桂形浅拂梁家黛，瓜字初分碧玉年”。如果单从语符的层面

解读，“瓜”所承担的音义和数目“十六”毫无“瓜”葛，孙绰的“破瓜”和李群玉的“分瓜”更是令人费解。对

此，清人翟灏在《通俗编·妇女》中解释道:“俗以女子破身为破瓜，非也。瓜字破之为二八字，言其二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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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耳。”［2］从字形上看，六朝时“瓜”有异体字作 ( 魏《上尊号碑》) ，其形体的确可以拆分成两个和数字

“八”相似的结构，所以孙、李二位诗人特意用“破”和“分”提示读者将“瓜”的字形拆分重组，重新分析成

两个“八”的叠加，让它表示“十六”。
在中国，部分高龄岁数有文雅的代称。其中见于《现代汉语词典( 第 7 版) 》的“米寿”“白寿”和“茶

寿”，分别表示八十八、九十九和一百零八岁。然而这些词表达岁数的内在理据，很难从语符的角度充分解

释。因为“米”“白”“茶”这几个字的音义和数目没有联系。其实，这几个汉字也是在超语符的层面，以形

体结构拆分重组为理据表达数目: “米”可分解成倒“八”与“十”“八”; “白”应理解成“百”中除去“一”;

“茶”上部能拆成两个“十”，中、下部又可拆出“八十八”，加起来正好是一百零八。
与此类似，日本“算贺”( 给高龄老人祝寿) 活动中代称年龄的汉字，也有超语符的数目表达的现象。

日本关西大学玄幸子教授指出，日本“算贺”活动的兴起受到了中国的影响，早期使用的年龄代称与中国

相同。而到了室町时代( 1185—1573 年) ，日本发展出了特有的寿龄代称［3］。在《日本国语大辞典( 第二

版) 》中，除了有和中国相同的“米寿”“白寿”“茶寿”之外，还有表示七十七岁的“喜寿”、表示八十岁的“傘

寿”、表示八十一岁的“半寿”、表示九十岁的“卒寿”、表示一百一十一岁的“皇寿”。据该辞典的解释，

“喜”的草书“ ”像“七”“十”“七”;“傘”的简体“仐”像“八”和“十”;“半”可分解成倒“八”与“十”“一”;

“卒”的简体“卆”像“九”“十”;“皇”则是上部“百”减“一”加下部的“二”“十”，合起来是一百一十一。
旧时某些密文隐语中表示数目的汉字，也以形体结构的拆分为理据来源。清代商界曾用“士”“贝”

“彡”“長”“仨”“耳”“木”“另”“王”表示一至九［4］。这几个字本身并不记录相应的数词，但因为它们和大

写数字局部形体相似或相关，所以都获得了表达数目的理据。如“贝”为“贰”字左下; “長”像“肆”字左

旁;“耳”是“陆”字左部“阝”的俗称，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仨”在语符的层面承担的音义和数词{ 三} 有

关，但因为它同时可以看作是“伍”的一部分，所以能在超语符的层面表示“五”。此外，清末玉器业曾使用

“旦”“竺”“春 /清”“罢 /罗”“悟 /语”“交”“皂 /化”“未 /翻”“丸”“田 /章”分别表示一至十［5］，因为“春”的

上部和“清”的右上部可拆分出像“三”的形体，“未”的下部以及“翻”字所从的“釆”下部都可拆分出一个

“八”，等等。而原国民政府中的“土木系”官员和土木建筑专业也没有关系，因为“土”“木”都是在超语符

的层面表达数目。前者可拆成“十”“一”，后者可拆成“十”“八”。“土木系”指出身陈诚麾下“陆大十一期

和十八军”［6］的官僚集团。

三、以字形参数映射转换为理据的数目表达

作为平面视觉符号，汉字形体本身还蕴含着笔画数、特征数等字形参数。这种潜在的数目信息资源，

很早就得到了汉字使用者的开发。在需要时，人们可以让潜在的字形参数映射到交际的层面，转换成要表

达的数目。因为这个数目直接来源于汉字形体，而不是汉字记录的音义，所以这也是汉字的超语符数目表

达现象。
汉字的书写单位由线条发展到笔画之后，每个字形都有一定的笔画数。于是使用者可以在某些场合

直接用字形表达这个数目信息。表达的方式，可以分为整字表数和积画表数两种类型。
整字表数，是指用一个完整的汉字，表达和它笔画总和相当的数目。在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布匹行业

中，曾流行用“主”“丁”“丈”“心 /中”“本 /禾”“竹 /百”“利 /見”“妾 /金”“孩 /頁”“唐 /馬”分别表达一至

十［5］。对于内行人来说，只需计算笔画，就能知道各字表达的数目; 而外行人如果不懂数目表达的理据，只

在语符的层面揣摩各字音义的话，只会一头雾水。以“百”为例，它在语符的层面固然可以记录数词{ 百} ，

但在超语符层面，它却因笔画数表示“六”。而或许是考虑到单画汉字过于浅白，设计者还特意借用和

“丶”同音的“主”表示一，堪称双重加密。
积画表数，是指用笔画逐一累积构字的过程，表达零数的累加情况。相比欧美人在统计中需要借助

等划记符号( tally mark) ，汉字的使用者很早就有了积画表数的实践。著于 1657 年的日本古籍

《算元记》中，就记载了商人“写‘玉’字”统计财货的情况( 图 1) 。这种思路和今天中日等国普遍流行的

“写‘正’字”统计法异曲同工。不难理解，在这种场合中，每写下“玉”或“正”的一笔，都反映着数据的累

·641·

2020 年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第 1 期



加，最终写成的每一个字形都表达数目五。而因为人们对整字形体有着心理预期，即便末尾那些不成字的

零散笔画，也会被视为整字的特殊形式。就算是一横，人们也会把它理解成少四画的“玉”或“正”，而绝不

会把它当作语符而与汉字“一”混同。

图 1

然而五画汉字数量众多，人们为什么会选中“玉”和“正”来积画表数? 而到了现代，为什么“写‘玉’
字”统计法又被淘汰了? 我们认为，这些现象背后或许蕴含着使用者的优选思路。首先，“玉”“正”二字

笔画分布相对均匀，书写不易粘连。其次，“玉”“正”笔画无曲折、勾挑，书写快捷，稽核简单。相比“田”虽

也有五画，但折笔书不但写费时，而且稽核时算作几画恐生争议。再次，“玉”“正”在语符层面记录的音义

不会干扰统计活动。“玉”不记数词，“正”虽可记录数词，表示十的四十次方①，但用例极少。相比“卌”虽

也是五画，但它本身记录着数词，表示{ 四十} ，在稽核时难免误会。最后，“正”“玉”记录的词义多与“公

正”“富贵”相关，带有积极的色彩，符合人们求吉利的文化需求。而在此之外，或许因为“正”的笔顺是横、
竖两种方向对立的笔画从上到下交替书写，更利于划记、辨认，因此更受人们欢迎; 而“玉”的点画笔幅太

小，不易辨认，所以在统计活动中逐渐淡出了。
积画表数还有更加丰富的形式。《清稗类钞·时令类》记载: “宣宗御制词，有‘亭前垂柳，珍重待春

风’二句，句各九言，言各九画，其后双钩之，装潢成幅，曰《九九销寒图》……自冬至始，日填一画，凡八十

一日而毕事。”［2］而胡适也曾在日记中提道:“故宫博物院中有人说，宫中发现了许多‘庭②前垂柳珍重待春

风’的九字牌，不解何意。”［7］从本质上看，《九九销寒图》的设计意图，就是用九个九画汉字来辅助日期统

计。但特别的是，作者斟酌音义选出的九个字，恰好又能联成符合情境的佳句。这种设计，使得汉字在语

符层面具有的音义，烘托了它在超语符层面的数目表达。随着冬去春来，九个汉字的形体日渐完备，枯燥

的“数九”记日仿佛有了小口啜佳酿一般的韵味。
除了笔画，汉字字形中某种特征的数量也可以成为超语符数目表达的理据。《通俗编·识余》记载，

当时社会各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故衣铺，一大，二土，三田，四东，五里，六春，七轩，八书，九藉……
事事物物，悉有隐称，诚所谓惑乱听闻，无足采也”［8］。在这组“市语”中，每个汉字表达的数目，取决于“横

笔”( 包括横和横折) 的多少。此外，旧时典当、古董等行业，还曾用“由”“中 /申”“人”“工”“大”“王”“主”
“井”“羊 /全”“非”加密一至十［5］，这些汉字表达的数目，则取决于字形轮廓中笔画“端头”的数量，如“中”
的长竖出两个“端头”，所以表示二; “羊”“全”轮廓有九个“端头”，所以表示九，等等。诚然，这些对“横

笔”“端头”的把握包含着人们对汉字的种种俗解，难登大雅之堂，但客观地看，这些字形特征都便于观察

和掌握，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这些超语符的数目表达现象，也都体现着使用者对汉字形体

特点的深入观察和巧妙利用。

四、以特定文本字序迁移为理据的数目表达

汉字超语符的数目表达并不都以字形为理据来源。在某些场合，汉字表达的数目还可以是它在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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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中位置序数的迁移。只要交际各方对文本的字序烂熟于胸，那么文本中的汉字便有可能用在其他语

境中，表达和自身音义无关的数目。
文书落款的日期数字对于逐字拍发的电报而言稍显冗长。因此民国当局曾规定，用当时文人耳熟能

详的十二地支和《平水韵》韵目在电文中分别代署月、日，如表 1［9］所示。
表 1 民国时期电文地支代月份、韵目代日期用法

月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日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东 冬 江 支 微 鱼 虞 齐 佳 灰 真 文 元 寒 删 铣

十
七

十
八

十
九

二
十

二
十
一

二
十
二

二
十
三

二
十
四

二
十
五

二
十
六

二
十
七

二
十
八

二
十
九

三
十

三
十
一

篠 巧 晧 哿 马 养 梗 迥 有 寝 感 俭 艳 陷 世 /引*

不难发现，上述地支、韵目汉字本身并不记录相应的数词，它们在电文中表达的数目，完全是由特定文

本的排序决定的。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出现在近代史名词中的地支、韵目汉字就不能从音义的角度解读，

而要从超语符数目表达的角度领会。比如张学良《巧电》、汪精卫《艳电》中的“巧”“艳”与{ 巧妙} 或{ 艳

媚} 无关，指的是发报日期数十八和二十九;“灰日暴动”“文夕大火”“马日事变”中的“灰”“文”“马”也分

别对应着事件的爆发日期数十、十二和二十一。此外，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电报文末云“蒋中

正未寒”的“未寒”也不是“尚未寒心”，而是指八( 月) 十四( 日) 。值得一提的是，《平水韵》韵目排序最多

只到去声第三十“陷”，所以公历大月的第三十一日，人们便改用颇似“卅”下加“一”的“世”，或者形似

“31”的“引”表示。这虽然也是超语符的数目表达，但理据属于前文提到的形体结构的拆分重组一类。另

外，考虑到“陷”的词义带有失利、陷落等消极色彩，当时军事电报多改用“卅”表三十以求避凶。这种情

况，就不属超语符的数目表达了。
与此类似的，还有清代到民国时期的典当业以《千字文》名句为素材，用“天”“地”“元”“黄”“宇”

“宙”“洪”“昌”“日”“月”“盈”“者”“辰”“宿”“列”“张”“安”“来”依次表示赎当期十八个月的序数［10］。
和原版《千字文》相比，这个文本除了改“玄”为“元”避康熙帝讳外，还出于求吉利的考虑，把原文中带有亏

损、萧条等消极色彩的“荒”“仄”“寒”换成了音近字“昌”“者”“安”。
除了地支、韵目、《千字文》等知名文本外，根据对象、场合的不同，字序迁移还可以依据更加个性化的

文本。比如山东济南的老字号“瑞蚨祥”，就曾将店内悬挂的五言对联“瑞蚨交近友，祥气招远财”“汉泗淮

汝济，恒衡代华嵩”“恭从明聪睿，肃义哲目圣”［11］作为字序迁移的凭据。店内约定，每组对联中的汉字可

依其次序表示一至十，店主将商品底价以上述汉字形式写在商品不显眼处，由店员掌握，对外保密。

五、结论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汉字可以在很多特殊的场合表达和它所记音义无关的数目。这种表达以汉字形体结构的拆分

重组、字形参数的映射转换以及特定文本的字序迁移为理据来源。因为信息表达处于超语符的层面，所以

在没有创造新的字形、语音和语义的前提下，汉字的信息容量能够得到提升。
其次，汉字在语符和超语符两个不同的层面，可能表达不同的数目( 比如“百”在超语符层面还可因其

笔画数表六) ; 即便同在超语符层面，一个字也可因不同理据表达不同数目( 比如“中”因笔画数量可表示

四，而又因“端头”数量可表示二) 。使用者可根据交际需要，选择不同的超语符数目表达理据。
再次，汉字若用于超语符的数目表达，要遵循一定的优选机制。一方面，汉字的形体要利于交际各方

辨识和区分; 另一方面，汉字在语符层面记录的音义，要符合使用者近雅远俗、趋吉避凶的心理需求。
最后，汉字超语符的数目表达现象在中日等汉字文化圈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进

一步挖掘和探讨这类现象，对于丰富和发展汉字学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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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算经十书·孙子算经》云:“凡大数之法: 万万曰亿，万万亿曰兆，万万兆曰京，万万京曰陔，万万陔曰秭，万万秭曰壤，万

万壤曰沟，万万沟曰涧，万万涧曰正。”［12］

② 胡适所引作“庭”，与《清稗类钞》不同。但“庭”也是九画的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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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Trans-Language Symbol Number
Express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JIANG Zhiyuan
Abstract: Trans-language symbol number express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that on many special com-

municate occasions，Chinese characters could express numbers beyond its language symbol function． The reason for expression comes
from the split and recombination of characters'structure，the transformation of characters'structure parameter and the characters'order
in a specific text． These special ideas of Chinese character usage has a long history in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and Japan． It expanded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individual Chinese characters and embodies the user's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
nese characters．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 expression; numbers; trans-language sym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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